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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构想(Conceptual Framework)· 

团队虚拟性的“双刃剑”效应 

——基于团队发展的视角* 

梁永奕  邓佳音  严  鸣  马  捷  李爱梅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 广州 510632) 

摘  要  团队虚拟性意指团队成员分散工作并借助虚拟沟通工具进行协作的程度。提高团队虚拟性已成为组

织顺应数字经济发展, 应对疫情冲击的重要举措。然而, 学界尚未能对团队虚拟性究竟是促进或阻抑团队绩效

这一问题给出明确答案。这不仅会造成理论认知的缺陷, 也难以为组织充分发挥团队虚拟性的优势以提升团

队绩效提供有效指导。本项目基于团队发展视角, 围绕“团队虚拟性对团队绩效是利还是弊以及如何扬长避

短”等问题开展三个研究：(1)引入团队发展阶段这一动态权变因素, 剖析团队虚拟性在团队不同发展阶段对团

队绩效的差异化影响; (2)探析团队虚拟性促进与阻抑团队绩效的双重路径, 诠释在团队不同发展阶段何种路

径起主导作用; (3)探索团队领导在团队不同发展阶段如何增强/削弱团队虚拟性对团队绩效的积极/消极影响。

本项目为剖析团队虚拟性对团队绩效的“双刃剑”效应构建了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并可为团队领导根据团

队发展阶段匹配对应的管理干预策略提供决策支持。 

关键词  团队虚拟性, 团队绩效, 团队发展阶段, 领导干预 

分类号  B849: C93 

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2021 年 12 月 12 日, 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通知(国发【2021】29 号)强调, 

数字经济正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

深刻变革, 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 重塑全球经

济结构, 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该通知

亦指出 , 为赋能企业运行 , 助力数字中国战略 , 

企业应进一步创新数字化管理模式。鉴于此, 管

理学界应从企业各层次的管理实践出发, 探索科

学规律, 凝练实践启示, 为企业数字化管理提供

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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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团队是顺应数字经济发展极具时代特征

与代表性的团队运作模式(张志学 等, 2021)。虚

拟 团 队 的 核 心 特 征 在 于 其 团 队 虚 拟 性 (team 

virtuality), 主要表征为团队成员的地理分散性以

及虚拟沟通工具的使用水平(Gilson et al., 2015)。

团队虚拟性越高, 团队成员就越是分散工作, 并

频繁借助虚拟沟通工具进行协作。据统计, 在新

冠疫情爆发后, 为减少聚集感染, 全球约有 80%

企业被迫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团队虚拟性(Meluso 

et al., 2020)。该举措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使

得团队工作即使在疫情期间依然“不停摆”。一些

企业(如携程、推特等)因此意识到了团队虚拟性对

团队绩效的促进作用, 甚至宣布将永久采用虚拟

的团队工作方式。并且, 不少员工在此过程中体

验到了虚拟工作方式的益处, 希望疫情结束之后

依然可以保持这种工作方式(Karl et al., 2022)。然

而, 也有企业指出, 在疫情期间提高团队虚拟性

是无奈之举, 并非良策; 团队虚拟性给团队管理

带来了诸多问题 , 妨碍团队绩效目标的实现

Adv
an

ce
s i

n 
Psy

ch
ol

og
ic

al
 S

ci
en

ce
 



1584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 31 卷 

 

 

(Purvanova & Kenda, 2021)。由此, 团队虚拟性对

团队绩效究竟是利还是弊？疫情得到控制后, 在

数字时代大背景下, 企业应该继续以虚拟的方式

开展团队工作, 还是恢复到传统的面对面团队工

作方式？  

遗憾的是, 针对这一紧迫问题, 现有研究结

论彼此矛盾, 莫衷一是。有研究认为虚拟的团队

运作模式有助于突破时空限制整合人力物力资源, 

提升团队运作灵活性; 也可以降低沟通成本, 提

升团队运作效率。因而, 团队虚拟性被视为团队

绩效的催化剂(如 Boh et al., 2007; Purvanova et al., 

2020)。相反, 也有研究指出, 在虚拟性较高的团

队中, 由于地理分散与缺乏现实沟通等原因 , 团

队成员间往往缺乏情感连结, 难以实现彼此充分

信任与依赖, 不利于团队协作。因此, 团队虚拟性

非但不会提升团队绩效, 反而会抑制团队表现(如

Gibson & Gibbs, 2006; Schmidtke & Cummings, 

2017)。最新元分析的结果也显示, 团队虚拟性与

团队绩效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Purvanova 

& Kenda, 2021)。总而言之, 学界仍然未能对团队

虚拟性对团队绩效究竟是利还是弊给出明确的答

案。这意味着学界尚未系统把握团队虚拟性的影

响规律, 难以对团队虚拟性与团队绩效之间的关

系做出可靠预测。同时, 这也使管理启示南辕北

辙, 使实践者无所适从, 不知究竟是否应该提高

团队虚拟性以及采取何种策略可以使团队虚拟性

赋能团队绩效。鉴于此, 我们需要创新理论认知, 

发展具有整合性、系统性与独特性的理论范式 , 

来诠释团队虚拟性与团队绩效之间的复杂关系 , 

拓展与引领该领域研究, 并为团队管理决策提供

科学依据。 

基于以上考虑, 本项目探索团队虚拟性对团

队绩效产生积极与消极影响效应的权变因素、作

用机制及干预策略, 为团队虚拟性为何存在消极

与积极效应提供一个新的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 , 

拓展与引领该领域的研究前沿。同时, 在实践上

为企业选择团队运作模式, 提升团队运作效率提

供科学依据, 也为团队领导提升虚拟工作环境中

的领导力提供创新指导。 

2  研究构想 

本项目认为, 现有研究对于团队虚拟性是利

还是弊这一问题出现矛盾研究结论的主要原因在

于其忽视了团队发展的动态性, 忽略了在团队的

不同发展阶段团队虚拟性的影响效果差异。团队

发展理论(Team Development Theory; Kozlowski  

et al., 1999)指出, 团队发展会经历形成期、发展期

与成熟期三个阶段, 且特定的团队特征(如, 团队

虚拟性)对团队绩效的影响是动态变化的, 其可能

在团队不同发展阶段对团队绩效产生不同甚至是

截然相反的效果。元分析结果也显示, 在团队发

展时间较短的样本中, 团队虚拟性与团队绩效显

著负相关, 但在团队发展时间存在较大差异的样

本中, 团队虚拟性与团队绩效之间不存在显著关

系(Purvanova & Kenda, 2021)。从以上理论诠释与

实证结果可以看出, 团队发展阶段可能是导致团

队虚拟性对团队绩效产生“双刃剑”效应的关键权

变因素, 过往研究却鲜有对这一权变因素以及相

关的作用机理进行探讨。这不仅会造成理论认知

缺陷与实证结果残缺, 也使得管理实践者难以明

晰, 是否需要以及采取哪些与团队发展阶段相匹

配的措施可以有效干预团队虚拟性的影响效果。 

本项目在团队发展理论的指引下, 探索团队

虚拟性在团队不同发展阶段对团队绩效的影响效

应、作用机制及干预策略。具体而言, (1)在团队

发展理论指引下, 探析团队虚拟性在团队不同发

展阶段对团队绩效的影响效应; (2)以团队发展理

论为依托, 结合团队信息加工的相关文献, 挖掘

团队虚拟性影响团队绩效的促进与阻抑机制, 并

解析在团队的不同发展阶段何种效应起主导; (3)

探索在团队不同发展阶段, 团队领导采用哪些策

略可以增强团队虚拟性的积极影响而削弱其消极

影响。 

2.1  研究 1: 团队不同发展阶段团队虚拟性对团

队绩效的影响效应 

研究 1 基于团队发展理论, 将团队发展阶段

作为影响团队虚拟性与团队绩效关系的权变因素, 

解析团队虚拟性在团队不同发展阶段对团队绩效

产生的差异化效应。团队发展理论指出, 团队是

一个动态的适应性的系统; 团队发展会经历形成

期、发展期与成熟期三个阶段, 而且在每个阶段

影响团队绩效的关键因素有所区别 (Kozlowski  

et al., 1999; Zander et al., 2013)。在团队形成期, 

团队成员对团队以及成员的情况都缺少了解, 存

在较高的不确定性感知与焦虑; 需要获取与团队

以及自我在团队中的角色定位有关的信息以融入

Adv
an

ce
s i

n 
Psy

ch
ol

og
ic

al
 S

ci
en

ce
 



第 9 期 梁永奕等: 团队虚拟性的“双刃剑”效应——基于团队发展的视角 1585 

 

 

团队。如果团队成员能在这一阶段快速地融入与

适应团队 , 就能够将注意力集中于任务的完成 , 

进而提升团队绩效。反之, 团队成员之间可能会

由于较高的不确定性感知与焦虑, 而难以投入到

工作中(Dierdorff et al., 2011)。在高虚拟性团队中, 

团队成员往往分散在不同的地点工作, 主要依赖

电子媒介进行沟通, 而较少有面对面接触。这种

沟通模式所传递的社会情感信息较少, 不利于团

队成员对彼此的行为进行准确的解读, 妨碍团队

成员之间的互动(Hacker et al., 2019)。这会妨碍团

队成员在团队形成期快速有效地获取信息, 对团

队与自我在团队中的角色形成清晰的认知, 并基

于此融入与适应团队。而这恰是影响团队形成期

绩效的重要因素(Dierdorff et al., 2011; Kozlowski 

& Bell, 2013)。 

在团队发展期, 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程

度比形成期有较大的提升, 主要是通过实际工作

来掌握相关的工作技能, 并通过角色互动来建立

一些合作模式(Kozlowski et al., 1999; Zander et al., 

2013)。在这一阶段, 团队成员能否对工作技能与

角色职责进行充分的信息交流与学习, 更好地掌

握工作技能, 建立高效合作模式以提升团队成员

对于工作任务的完成能力, 是影响这一阶段团队

绩效的关键因素(Pearsall et al., 2010)。高虚拟性团

队更多地借助信息通讯技术进行沟通。这种沟通方

式可以降低职位、背景等与社会地位相关的个体

特征在沟通中的重要性 , 减少信息传递的层级 , 

提高信息的开放程度, 让团队成员能够接触和传

递更多的相关信息(秦辉, 王瑜炜, 2016; Triana et 

al., 2012)。而且, 这种沟通方式使得团队成员交

流过程中大量信息被记录保存下来, 方便团队成

员随时查找和传递所需信息 (Kanawattanachai & 

Yoo, 2007)。在团队发展期, 在团队成员彼此之间

已经建立一定的信任关系的情况下, 这些都有助

于团队成员获取丰富的信息与资源来更好地掌握

相关工作技能以及建立高效的沟通合作模式。而

这是影响团队发展期团队绩效表现的主要因素。 

进入团队成熟期, 团队成员之间已经形成友

好、开放与高度互依的团队合作规范, 并且高度

关注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Zander et al., 2013)。在

这一阶段, 团队能否高效利用已有的信息知识与

技能解决问题、灵活协同应对内外部需求成为了

影响团队绩效的关键因素(Kozlowski et al., 1999; 

Pearsall et al., 2010)。在团队成熟期, 虚拟的工作

方式会给团队运作带来极大的便利, 较大程度上

提升团队的灵活性。一方面, 通过虚拟的沟通方

式, 信息可以快速准确地被检索和进行分配, 有

助于团队成员随时随地掌握完成工作任务所需要

的信息, 提升团队信息处理能力与解决问题的能

力(Kanawattanachai & Yoo, 2007)。另一方面, 虚

拟的团队运作模式意味着团队成员之间可以突破

时间与空间进行协作, 有助于提升团队的灵活性

(Gibson et al., 2015)。而团队解决问题能力与灵活

性是影响团队成熟期绩效表现的重要因素。综上

所述, 本研究得出以下假设： 

假设 1-1: 在团队形成期, 团队虚拟性与团队

绩效负相关。 

假设 1-2: 在团队发展期, 团队虚拟性与团队

绩效正相关。 

假设 1-3: 在团队成熟期, 团队虚拟性与团队

绩效正相关。 

2.2  研究 2: 团队不同发展阶段团队虚拟性影响

团队绩效的机理 

研究 1 的研究假设推理过程表明, 不管团队

处于哪个发展阶段, 团队内部的信息的获取、处

理与交流都是影响团队表现的重要因素。然而 , 

团队发展理论却没有进一步论述团队特征将如何

通过这些信息加工过程最终影响团队表现。研究

2 将结合团队信息加工视角的研究 (如 de Dreu   

et al., 2008; Hinsz et al., 1997)的理论逻辑, 从团

队信息加工的角度, 挖掘团队虚拟性发挥促进与

抑制效应的作用机制, 并解析在团队不同发展阶

段这些效应的相对强度, 从而为团队虚拟性为何

在团队不同发展阶段会产生相反的效应提供深入

的理论解释。 

2.2.1  团队虚拟性影响团队绩效的促进/阻抑路径 

本研究认为, 团队虚拟性一方面会提升团队

信息传递能力, 另一方面也会降低团队成员信息

分享意愿。信息传递能力有助于提升团队绩效 , 

而较低的信息分享意愿会降低团队绩效, 因而团

队虚拟性既可能促进团队绩效, 也可能阻抑团队

绩效, 甚至两种效应相互抵消。 

团队的信息传递能力是指团队成员根据工

作 需 要 分 配 、 检 索 和 提 取 相 关 信 息 的 能 力

(Kanawattanachai & Yoo, 2007)。根据团队信息加

工的研究(Hinsz et al., 1997), 个体是信息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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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经由一定的媒介在团队中传递, 个体之间的

互动与媒介的使用会影响群体的信息传递能力。

团队虚拟性的高低反映了团队互动模式的差异以

及对信息通讯技术的依赖程度的差异。高虚拟性

团队的成员分散在不同的地点工作, 主要依靠信

息通讯技术进行互动。一方面, 团队成员可借助

通讯设备与网络, 快速地分配信息(Marlow et al., 

2017)。另一方面, 虚拟的沟通方式会使得沟通中

的大部分的信息和知识等被记录在电子设备与网

络中 , 方便团队成员快速地搜索提取相关信息

(Kanawattanachai & Yoo, 2007)。 

进一步而言, 团队信息传递能力会对团队绩

效带来积极的影响。团队绩效是指团队对于工作

任务目标的整体完成效率与质量 (Hu & Liden, 

2015)。团队信息加工研究指出, 有效的储存、分

配和提取信息是群体进行信息整合的基础, 而群

体能否有效进行信息整合是影响群体决策的关键

因素(de Dreu et al., 2008; Hinsz et al., 1997)。较高

的团队信息传递能力意味着团队成员可以高效地

对信息进行储存、分配和提取。这可以让团队成

员对团队信息进行快速有效整合, 并在此基础上

明确问题解决方案(郎艺, 尹俊, 2021; Schmidtke 

& Cummings, 2017), 提升决策效率, 从而提升团

队绩效。 

整合上述逻辑, 本研究认为高虚拟性团队的

成员高度依赖信息通讯技术进行信息交流, 这种

方式有助于团队成员分配、搜索与提取信息, 因

而信息传递能力较强; 较强的信息传递能力有助

于团队整合信息, 快速做出高质量的具有创新性

的决策与方案, 从而提升团队绩效。由此提出以

下假设:  

假设 2-1: 团队信息传递能力中介团队虚拟

性与团队绩效的正向关系。 

另一方面 , 根据团队信息加工研究的逻辑 , 

团队虚拟性也可能会通过降低团队成员的信息分

享意愿, 进而抑制团队绩效。动机性信息加工的

相关研究 (Motivate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de 

Dreu et al., 2008)在团队信息加工研究(Hinsz  et 

al., 1997)的基础上, 对影响团队信息分享的心理

动机做了进一步的探讨(吴梦, 白新文, 2012)。这

些研究认为, 信息分享意愿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

响: 群体中的个体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付出努力来

对相关问题形成全面、深刻、准确的理解; 在多

大程度上考虑到群体目标与需求而非个人的目标

与需求, 并且愿意为群体的福祉而付出努力。 

根据这一逻辑, 本研究认为团队虚拟性越高, 

团队成员的信息分享意愿, 特别是隐性信息分享

的意愿就越弱。一方面, 高虚拟性的团队运作模

式意味着团队成员之间更加多地是依赖虚拟工具

进行沟通。这种沟通方式所传递的信息量巨大(如, 

大量的通讯信息和电子邮件), 当中有相当一部分

是与团队成员的核心工作不相关或不重要的信

息。这些信息会大量占用团队成员的记忆容量 , 

导致认知负荷超载(Marlow et al., 2017)。而且虚拟

的沟通方式通常要求信息发送者对信息进行二次

加工(如将语言转化为文字等), 增加信息发送者

的时间与精力的耗费程度。这些都会降低团队成

员为深刻理解工作任务而动用认知资源进行隐

性信息分享的意愿。另一方面, 虚拟的沟通方式

传 递的社会信息的丰富度较低 (Schmidtke & 

Cummings, 2017), 难以让团队成员对彼此的人格

与行为特质等形成清晰的认知, 影响团队协作。

这会使得团队成员较低程度将自我与群体联系在

一起, 较少地考虑群体的目标与需求并为了团队

的发展而进行重要的隐性信息的分享。 

进一步而言, 较低的团队成员的信息分享意

愿会降低团队绩效。信息加工相关研究(Hinsz et al., 

1997)认为, 个体信息, 特别是隐性信息的分享与

交流是群体进行有效的信息处理与决策的重要条

件。在工作团队中, 如果团队成员有较强的意愿

分享各自掌握的独特信息, 团队就更大可能可以

基于这些信息做出全面与准确判断, 也更有可能

基于这些信息发现新的工作方法、技能或工具等

(李倩 等, 2019; Schmidtke & Cummings, 2017)。

相反, 如果团队成员这方面的意愿比较低 , 较少

地进行信息分享, 将不利于团队对变化的外部环

境做出快速和准确的判断, 也不利于团队采取创

新的工作思路并实现较高的绩效表现。因此, 较

低的团队成员分享意愿将抑制团队绩效。 

综合上述逻辑, 虚拟的沟通方式往往会带来

大量的冗余信息, 导致认知超载(Chamakiotis et al., 

2021)。而且这种沟通方式不利于团队成员之间形

成较为紧密的人际关系, 降低了团队成员为团队

发展而进行信息分享特别是隐性信息分享的动

机。而这不利于团队利用整合团队成员的多样化

信息来对情况进行快速的分析和反应, 找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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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方案, 从而抑制团队绩效。由此提出以下

假设:  

假设 2-2: 团队成员信息分享意愿中介团队

虚拟性与团队绩效的负向关系。 

2.2.2  团队不同发展阶段团队虚拟性对团队绩效

的促进/阻抑效应的相对强度 

前述部分探讨团队虚拟性如何分别通过影响

团队信息传递能力与团队成员的信息分享意愿 , 

进而对团队绩效带来积极与消极的影响。进一步

来看, 结合团队发展理论、团队信息加工以及团

队虚拟性的相关研究, 本研究预期团队虚拟性对

团队信息传递能力与团队成员的信息分享意愿的

相对影响强度在不同的团队发展阶段会存在差异。 

在团队形成期, 团队成员对工作任务与彼此

的情况不熟悉, 通常会感知到较高的不确定性、

焦虑与心理距离感 (Peralta et al., 2018; Zander   

et al., 2013)。这些心理特征会导致团队成员倾向

于对其他成员的行为形成抽象、去情境化的特质

归因(Wilson et al., 2013)。例如, 团队成员会倾向

于认为某团队成员回复工作消息很慢是因为其个

性冷漠而不是因为其在忙于处理其他工作任务

等。在这种情况下, 分散办公与高度虚拟的沟通

方式所传递的具体情境信息与社会情感信息较少, 

不利于团队成员观察彼此的心理表征与行为

(Chamakiotis et al., 2021), 更有可能造成团队成

员之间的误解甚至冲突, 从而影响团队成员的有

效互动。而如前所述, 团队成员的有效互动以及

基于此形成的对团队集体身份的认识, 是团队进

行信息分享主要动因。因此, 在团队形成期, 团队

虚拟性对团队成员信息分享意愿产生较强的负面

影响。 

同时, 虽然高虚拟性团队由于信息通讯技术

的高度应用, 在信息的存储、搜索以及提取方面

相对于低虚拟性团队具备一定的优势, 但在团队

形成期, 这种优势还不是很突出。在团队形成期, 

团队成员对工作任务与彼此的工作职责尚未形成

清晰的认识, 对团队所使用的虚拟沟通方式也尚

未完全适应, 对信息传递的工具与方法的应用也

还未熟练(Kanawattanachai & Yoo, 2007)。因此, 

在团队形成期, 团队虚拟性对团队信息传递能力

的正向影响较弱。 

另一方面, 团队发展理论指出, 团队的发展

是一个不断适应的动态的发展过程, 在团队不同

的发展阶段, 对团队绩效起关键作用的因素有所

差异(Kozlowski et al., 1999)。在团队形成期, 团队

成员主要的活动是对新团队形成一些认知, 并将

自我融入到团队中。这些活动的效果是影响团队

在形成期的绩效表现的主要因素(Dierdorff et al., 

2011)。团队成员信息分享意愿较高意味着团队成

员更愿意对团队有关的隐性信息展开交流讨论 , 

更有可能对团队形成清晰的认知并融入。因此团

队成员信息分享意愿将对团队形成期的团队绩效

带来较强的积极影响。此外, 由于在这一阶段团

队的工作任务刚起步, 团队成员对于工作任务与

彼此角色的了解还不深入, 即使团队信息传递能

力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团队绩效, 但是这种促进

作用较弱。总而言之, 在团队形成期, 团队虚拟性

对团队成员的信息分享意愿的负面影响较强, 但

对团队信息传递能力的正面影响较弱, 且团队成

员信息分享意愿比团队信息传递能力更能对团队

绩效发挥积极影响。整合这些逻辑, 本研究得出

以下假设:  

假设 2-3: 在团队形成期, 团队虚拟性通过降

低团队成员信息分享意愿进而降低团队绩效的消

极效应, 大于通过提升团队信息传递能力进而提

升团队绩效的积极效应。 

然而, 团队的互动协作是动态变化的。进入

团队发展期, 团队成员通过实际工作掌握了一些

与工作相关的技能 , 并且通过角色关系的互动 , 

了解了彼此的角色职责并形成了一些角色互动规

范 (Kozlowski et al., 1999; Kozlowski & Bell, 

2013)。团队成员的不确定性感知和心理距离感较

团队形成期明显下降(Peralta et al., 2018; Zander 

et al., 2013)。在这一阶段, 即使团队较多地借助信

息通讯技术进行远程沟通与协作, 团队成员会因

此而产生误解, 从而影响团队互动与信息分享意

愿动机的程度也较低。因此, 团队虚拟性对团队

成员信息分享意愿的负面影响较弱。此外, 进入

团队发展期, 团队成员更多地关注对工作技能的

掌握(Pearsall et al., 2010), 随着对相关信息通讯

技术以及工作任务和工作角色的熟悉适应, 以及

成员之间交流学习的增多, 团队成员能够更好地

利用信息通讯技术对信息进行分配、搜索与提取, 

团队虚拟性对团队信息传递能力的促进作用较强。 

在这一阶段, 团队信息传递能力对团队绩效

的影响强度与团队成员信息分享意愿对团队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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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强度相当。团队成员能否掌握相关工作技

能, 了解彼此的角色定位, 并利用这些技能与对

角色的理解来完成工作任务是影响团队在发展期

的工作绩效的关键因素(Pearsall et al., 2010)。较强

的团队成员信息分享意愿有助于激发团队成员对

工作任务与彼此角色定位展开更多的交流, 而较

强的团队信息传递能力能够为这些交流提供能力

条件。因此, 团队成员信息分享意愿与团队信息

传递能力都对提升团队在发展期的绩效表现发挥

着重要作用。结合前述内容, 即在团队发展期, 团

队虚拟性对团队信息传递的积极影响较强, 而对

团队成员信息分享意愿的消极影响较弱, 可得以

下假设:  

假设 2-4: 在团队发展期, 团队虚拟性通过提

升团队信息传递能力进而提升团队绩效的积极效

应, 大于通过降低团队成员信息分享意愿进而降

低团队绩效的消极效应。 

进入团队成熟期, 团队成员的协作上升到团

队水平, 团队成员之间已经形成了高度互信与相

互依赖的合作模式, 主要的精力会放在工作任务

的完成方面(Panteli et al., 2019)。在这一阶段, 虚

拟团队中的成员已经高度适应虚拟的沟通协作方

式, 并且期望借助这些通讯技术手段来提高团队

工作效率, 灵活应对环境的变化与需求。另外, 在

这一阶段, 团队成员交流与互动较为顺畅, 这也

会有助于团队成员识别使用虚拟沟通方式存在的

问题以及形成改善方案等。这些都可以强化团队

虚拟性对团队信息传递能力的促进作用。同时 , 

由于团队成员在这一阶段更多地是关注团队任务

的完成, 而团队任务的完成需要团队成员较多地

进行信息的分享以为团队制定方案提供支持。在

这种情况下, 即使分散工作与虚拟沟通会在一定

程度上增加团队成员互动的难度, 团队成员会因

此而减少信息分享的意愿的程度也较低。因此 , 

团队虚拟性对团队成员信息分享意愿的负面影响

较弱。 

在这一阶段, 团队信息传递能力对团队绩效

的影响强度要大于团队成员信息分享意愿对团队

绩效的影响强度。进入团队成熟期, 团队能否形

成系统的认知结构, 高度聚焦于工作任务的完成, 

并协同起来应对和适应复杂的外部环境是影响团

队绩效的核心因素(Kozlowski et al., 1999; Pearsall 

et al., 2010)。团队信息传递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着团队成员的认知结构以及协作能力, 因此对

团队绩效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而在此阶段 , 

团队经过前期的发展, 已经掌握了大量与工作任

务以及角色职责相关的技能与信息, 团队成员信

息分享意愿对团队绩效的积极影响较弱。也就是

说, 到了团队成熟期, 团队虚拟性对团队信息处

理能力的积极影响要大于对团队成员信息分享意

愿的消极影响, 且团队信息处理能力比团队成员

的信息分享意愿更能促进团队绩效。综合这些因

素,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5: 在团队成熟期, 团队虚拟性通过提

升团队信息传递能力进而提升团队绩效的积极效

应, 大于通过降低团队成员信息分享意愿进而降

低团队绩效的消极效应。 

2.3  研究 3: 团队不同发展阶段团队领导针对团

队虚拟性的干预策略 

在研究 1 与研究 2 的基础上, 研究 3 探索在

团队不同发展阶段, 团队领导采取何种策略可以

强化团队虚拟性对团队绩效的积极影响, 同时削

弱团队虚拟性对团队绩效的消极效应, 从而起到

扬长避短的效果。团队发展视角的相关研究指出, 

团队领导在团队不同发展阶段所应承担的角色有

所不同(Kozlowski et al., 2009)。在团队形成期, 团

队领导需要塑造团队的工作惯例, 以让团队成员

了解团队的基本规范等, 帮助团队成员更好地融

入团队工作。在团队发展期, 团队领导则应注重

对团队工作过程与团队互动模式的了解, 以确保

工作任务与团队关系的良性发展。而在团队成熟

期, 团队成员的工作能力与人际互动都达到了理

想水平, 团队领导的首要任务是为团队成员提供

与任务完成有关的重要信息, 帮助团队成员发现

问题和进行改进 , 提升团队灵活性与运作效率 , 

以更好地完成团队目标。在团队发展理论的指引

下, 研究 3 将分别探索团队领导在团队不同发展

阶段强化团队虚拟性的优势并规避其劣势的有效

干预策略: 在团队形成期进行团队-ICT 匹配, 在

团队发展期进行过程监控, 以及在团队成熟期进

行绩效反馈。 

首先, 本研究认为团队领导在团队形成期关

注并提升团队-ICT 匹配程度, 将可以强化团队虚

拟性对团队信息传递能力的正面影响, 缓冲团队

虚拟性对团队成员信息分享意愿的负向影响。

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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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的统称 (Ayyagari et al., 

2011)。团队-ICT 匹配是指团队所采用的信息通讯

技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匹配团队工作任务需要以

及人际互动需要(Malhotra & Majchrzak, 2014)。 

如前所述, 团队虚拟性之所以可以提升团队

的信息传递能力是因为, 在高虚拟性团队中, 团

队成员可以更多地借助信息通讯技术来实现高效

分配信息与提取信息。根据团队发展理论与团队

信息加工视角的逻辑(Hinsz et al., 1997; Kozlowski 

et al., 1999; Zander et al., 2013), 在团队形成期, 

这一影响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团队所采用的

信息通讯技术是否可以匹配团队成员的工作任务

需要。当 ICT 与团队工作任务的匹配程度较高时, 

团队成员就更能在短时间内适应并有效利用这些

信息通讯技术(Malhotra & Majchrzak, 2014)。这样, 

信息通讯技术在帮助团队成员实现信息分配与提

取信息方面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此时, 团队越

是通过信息通讯技术进行工作(即团队虚拟性越

高), 团队成员的信息传递能力就越强。换言之 , 

团队领导可以通过提高团队-ICT 匹配, 在团队形

成期塑造技术与工作任务匹配的工作惯例, 强化

团队虚拟性对团队信息传递能力的正面影响。另

一方面, 团队虚拟性之所以会降低团队信息分享

意愿是因为虚拟的沟通方式会减少团队成员的认

知资源并增加相互间的认知偏差。然而, 如果团

队领导能够在团队形成期就根据团队的互动模式, 

为团队成员创设匹配的人际互动渠道, 团队成员

就可以更有效地进行互动沟通 (Peralta et al., 

2018)。这可以减少团队成员在虚拟沟通过程中的

认知资源损耗, 提升他们互动沟通的频率与质量, 

从而减少彼此间认知偏差(Eisenberg & DiTomaso, 

2019)。因此, 团队领导可以通过提高团队-ICT 匹

配, 削弱分散工作与虚拟沟通程度(即, 团队虚拟

性)对团队成员信息分享意愿的负面影响。 

在团队形成期 , 团队领导更多地进行团队

-ICT 匹配不仅可以强化/弱化团队虚拟性对团队

信息传递能力/团队成员信息分享意愿的正面/负

面影响 , 也可以强化/弱化团队信息处理能力/团

队成员信息分享意愿与团队绩效之间的关系。如

前所述, 团队信息处理能力能够有效提升团队绩

效是因为其可以提升团队的沟通效率, 可为方案

制定以及进行决策等提供及时充分的信息。如果

团队领导能够针对团队的工作任务特征, 为团队

提供更加适配的 ICT 技术, 那么, 团队成员将可

以借助这些技术, 基于已有的团队信息处理能力

来进一步提升沟通效率 (Malhotra & Majchrzak, 

2014), 将团队信息处理能力转为团队产出。因此, 

团队领导进行团队-ICT 匹配可以强化团队信息传

递能力对团队绩效的正面效应。此外, 团队领导

能够为团队成员选择更加合适的信息技术沟通媒

介, 那么即使团队成员的信息分享意愿不高, 团

队成员也可以通过这些技术获取信息并基于这些

信息来解决团队遇到的问题(Malhotra & Majchrzak, 

2014), 提升团队绩效。因此, 团队领导进行团队

-ICT 匹配可以部分替代团队成员信息分享意愿对

团队绩效之间的积极效应。由此, 结合研究 2 中

的中介效应逻辑, 本研究得出以下二阶段被调节

的中介效应假设:  

假设 3-1: 在团队形成期 , 团队领导的团队

-ICT 匹配策略通过增强团队虚拟性与团队信息传

递能力的关系以及团队信息传递能力与团队绩效

之间的关系, 进而增强团队虚拟性通过团队信息

传递能力对团队绩效的正向间接效应。 

假设 3-2: 在团队形成期 , 团队领导的团队

-ICT 匹配策略通过削弱团队虚拟性与团队成员信

息分享意愿的关系以及团队成员信息分享意愿与

团队绩效的关系, 进而削弱团队虚拟性通过团队

成员信息分享意愿对团队绩效的负向间接效应。 

在团队发展期, 团队领导的过程监控可以加

强团队虚拟性对团队信息传递能力的积极影响 , 

缓冲团队虚拟性对团队成员信息分享意愿的消极

影响。在团队发展期, 团队成员的核心工作是通

过信息知识的交流学习来掌握相关工作技能, 并

通过角色互动来获悉角色职责与建立互动模式

(Kozlowski et al., 2009)。领导的过程监控是指领

导通过观察或者互动来了解团队的工作任务与人

际关系的情况(Liao & Chun, 2016)。在团队发展期, 

团队领导的过程监控可以让领导及时地了解团队

成员的工作技能掌握情况, 如对信息通讯技术的

适应与使用等(Zander et al., 2013)。基于此, 团队

领导可以为团队成员借助信息通讯技术来提取与

共享信息提供相应的支持, 这样信息通讯技术使

用对团队信息传递能力的影响效应就得以被强

化。因此, 在团队发展期, 团队领导的过程监控可

以强化团队虚拟性与团队信息传递能力之间的正

相关关系。另一方面, 团队领导的过程监控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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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领导识别团队中的人际互动情况(Liao & Chun, 

2016; Mishra & Ghosh, 2020), 帮助团队成员克服

虚拟的沟通协作所带来的一些困难, 并采取相应

的措施来协调人际互动以维护团队的良性运作

(梁阜 等, 2022; Zander et al., 2013)。这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弥补团队虚拟性对团队人际互动的不良

影响, 削弱团队虚拟性通过妨碍团队的人际互动

进而降低团队成员信息分享意愿的程度。因此 , 

在团队发展期, 团队领导的过程监控可以削弱团

队虚拟性对团队成员信息分享意愿的消极影响。 

不仅如此, 在团队发展期, 团队领导更多地

对过程进行监控, 也可以影响团队信息处理能力/

团队成员信息分享意愿与团队绩效之间的关系。

团队领导对团队工作过程进行监控, 可以及时地

发现团队的相关能力是否真正用于提升绩效, 并

给予相应的引导(Zhou, 2003)。在这种情况下, 较

高的团队信息传递能力更有可能被用于解决团队

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 因此更有可能提升团队绩

效。也即, 在团队发展期, 团队领导的过程监控正

向调节团队信息传递能力与团队绩效之间的关

系。另一方面, 团队领导的过程监控也可以帮助

领导识别团队所需要的信息与知识 (Zander et al., 

2013)。此时 , 即使团队成员信息分享意愿不高 , 

团队领导也可以基于监控所掌握的情况来为团队

成员提供所需信息。换言之, 团队领导的过程监

控可以部分替代团队成员信息分享意愿对团队绩

效的积极影响, 削弱较低的团队成员的信息分享

意愿对团队绩效的抑制作用。由此, 结合研究 2

中的中介效应逻辑, 本研究得出假设:  

假设 3-3: 在团队发展期, 团队领导的过程监

控通过增强团队虚拟性与团队信息传递能力的关

系以及团队信息传递能力与团队绩效之间的关系, 

进而增强团队虚拟性通过团队信息传递能力对团

队绩效的正向间接效应。 

假设 3-4: 在团队发展期, 团队领导的过程监

控通过削弱团队虚拟性与团队成员信息分享意愿

的关系以及团队成员信息分享意愿与团队绩效的

关系, 进而削弱团队虚拟性通过团队成员信息分

享意愿对团队绩效的负向间接效应。 

在团队成熟期, 团队领导的绩效反馈可以促

进团队虚拟性对团队信息传递能力的积极影响 , 

削弱团队虚拟性对团队成员信息分享意愿的消极

影响。进入团队成熟期, 团队成员聚焦于高效完

成工作任务(Zander et al., 2013)。团队领导的绩效

反馈是指团队领导为团队成员提供团队前期的绩

效情况反馈(Gonzalez-Mule et al., 2014)。在这一团

队发展阶段, 团队领导为团队成员提供团队绩效

反馈, 可以激发团队成员对前期的工作方式进行

反思, 如对信息通讯技术的应用等, 以更高效地

完成工作任务(Hoever et al., 2018)。这可能会推动

团队成员优化信息通讯技术的使用方式方法, 信

息通讯技术的使用对于提升团队内信息分配与交

换效率的作用会更为显著。因此, 在团队成熟期, 

当团队领导较多地进行绩效反馈时, 团队虚拟性

对团队信息传递能力的积极影响更强。另一方面, 

团队领导的绩效反馈也会更多地将团队成员的注

意力引向工作任务的完成, 淡化他们对一些负面

人际互动因素的关注(Zander et al., 2013)。在这种

情况下, 团队虚拟性通过妨碍团队成员的互动与

互信进而降低他们信息分享意愿的程度也较低。也

即, 在团队成熟期, 团队领导的绩效反馈可以弱化

团队虚拟性对团队成员信息分享意愿的负面影响。 

不仅如此, 在团队成熟期, 团队领导的绩效

反馈也可以调节团队信息传递能力和团队成员信

息分享意愿与团队绩效之间的关系。团队领导在

这一阶段较好地给予团队成员绩效反馈, 可以更

好地激励团队成员整合已有的知识能力来更好地

完成团队任务(Hoever et al., 2018)。在这种情况下, 

团队信息传递能力越强, 团队成员就越有动力也

越有能力实现高绩效表现。同时, 即使团队成员

的信息分享意愿不高, 但是基于团队领导所提供

的绩效反馈, 团队成员也会受到激励与启发, 更

加努力地完成工作任务(Zander et al., 2013)。因此, 

团队领导的绩效反馈可以部分替代团队成员信息

分享意愿对团队绩效的积极影响。由此, 结合研

究 2 中的中介效应逻辑, 本研究得出假设： 

假设 3-5: 在团队成熟期, 团队领导的绩效反

馈通过增强团队虚拟性与团队信息传递能力的关

系以及团队信息传递能力与团队绩效的关系, 进

而增强团队虚拟性通过团队信息传递能力对团队

绩效的正向间接效应。 

假设 3-6: 在团队成熟期, 团队领导的绩效反

馈通过削弱团队虚拟性与团队成员信息分享意愿

的关系以及团队成员信息分享意愿与团队绩效的

关系, 进而削弱团队虚拟性通过团队成员信息分

享意愿对团队绩效的负向间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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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论建构与创新 

综上所述, 本项目从团队发展视角出发, 探

析团队虚拟性对团队绩效产生“双刃剑”效应的权

变因素、对立机制及干预措施, 构建的理论模型

如图 1 所示。首先, 受团队发展前沿理论与团队

虚拟性元分析结果的启发 (如 Kozlowski et al., 

1999; Purvanova & Kenda, 2021; Zander et al., 

2013), 本项目认为团队发展阶段是影响团队虚拟

性与团队绩效之间的关键动态权变因素。团队虚

拟性在团队不同发展阶段会对团队绩效产生不同

甚至相反的影响效应：在团队形成期, 团队虚拟

性会对团队绩效产生消极影响, 但在团队发展与

成熟期 , 团队虚拟性对团队绩效将发挥积极作

用。其次, 依据团队信息加工视角的逻辑, 本研究

认为团队信息加工能力与动机可能是团队虚拟性

对团队绩效产生“双刃剑”效应的对立机制：团队

虚拟性既可能提升团队信息传递能力(促进路径), 

也可能降低团队成员的信息分享意愿(阻抑路径), 

从而对团队绩效产生截然相反的作用。并且, 在

团队形成期, 团队虚拟性对团队绩效的阻抑路径

发挥主导作用, 相反在团队发展与成熟期, 团队

虚拟性对团队绩效的促进路径发挥主导作用。最

后, 本项目指出团队领导在团队形成期更多地根

据团队特点来匹配信息通讯技术 (即 , 团队 -ICT

匹配), 在团队发展期对团队过程进行有效监控 , 

在团队成熟期更多为团队提供绩效反馈等, 可以

增强团队虚拟性对团队绩效的积极影响, 减弱其

消极影响。 

本项目不仅是对团队虚拟性研究的重要延伸

与拓展 , 也可为数字经济+后疫情时代的团队管

理模式选择与团队管理效率提升提供重要启示。

从理论上看, 首先, 引入团队发展阶段这一动态

权变因素来解析团队虚拟性为何会对团队绩效产

生积极与消极两种相反效应, 为团队虚拟性对团

队绩效是利还是弊这一问题提供重要的理论解

释。现有研究独立地探讨团队虚拟性的积极与消极

效应(如 Boh et al., 2007; Schmidtke & Cummings, 

2017), 鲜有探究与检验团队虚拟性产生两种相反

效应的权变因素, 从而难以有效回答团队虚拟性

对团队绩效是利还是弊这一重要的科学与现实问

题。本项目提出团队发展阶段是影响团队虚拟性

与团队绩效之间的关键动态权变因素, 并探析团

队虚拟性在团队不同发展阶段是否会对团队绩效

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影响效应。由此, 本项目基

于团队发展视角, 将团队虚拟性对团队绩效的积

极与消极影响效应整合在统一的理论框架内, 是

对该领域研究的有力深化与拓展。 

其次, 揭示团队虚拟性影响团队绩效的促进

与阻抑路径, 并探索在团队不同发展阶段何种路

径起主导作用, 为分析团队虚拟性对团队绩效的

“双刃剑”效应构建一个新的系统的理论分析框

架。过往研究基于不同理论视角对团队虚拟性影

响团队绩效的机制做了诸多探讨(如 Purvanova  

et al., 2020; Tzabbar & Vestal, 2015), 但尚未基于

统一的分析视角来挖掘团队虚拟性产生相反效应

的对立机制, 不利于学界对团队虚拟性的作用过 

 

 
 

图 1  理论框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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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形成系统的理解。本项目指出, 在团队形成期, 

团队虚拟性对团队绩效的阻抑路径发挥主导作用, 

相反在团队发展与成熟期, 团队虚拟性对团队绩

效的促进路径发挥主导作用。该研究将深化对于

团队虚拟性作用机制的认识, 也可为透析团队虚

拟性的积极与消极影响提供一种整合性的系统性

的理论分析范式。 

最后, 剖析团队领导在团队不同发展阶段如

何增强团队虚拟性的积极影响并削弱其消极影响, 

是对团队虚拟性干预策略研究的重要拓展。已有

团队虚拟性的干预措施研究大多围绕着团队氛围

与人际互动等方面展开(如 Gibson & Gibbs, 2006; 

Tzabbar & Vestal, 2015), 鲜有关注团队领导在团

队虚拟性与团队绩效之间关系所扮演的角色。这

会导致我们将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团队成员互动层

面, 而忽视了团队领导在虚拟团队运作中的重要

作用。本项目分析在团队不同发展阶段, 团队领

导采取哪些策略可以强化 /缓冲团队虚拟性对团

队绩效的积极/消极影响。这将进一步拓展团队虚

拟性干预策略研究的理论认知, 为该领域研究提

供新的思路。 

从实践上看, 第一, 本项目预期团队虚拟性

在团队形成期对团队绩效的影响弊大于利, 但在

发展期与成熟期则是利大于弊。基于此, 企业可

考虑继续组建或者沿用虚拟的团队工作方式, 但

需要考虑在不同的团队发展阶段对团队虚拟性的

影响进行干预, 特别是在团队形成期对团队虚拟

性的影响效应干预。这将使得团队既能享受到虚

拟性带来的益处 , 也能克服其所带来的不利影

响。第二, 本项目可帮助企业通过团队领导选拔

与培训来提升虚拟团队运作效率。本项目剖析了

在不同团队发展阶段, 领导采取何种行为可以有

效增强团队虚拟性对团队绩效的积极影响, 减弱

其消极影响。由此, 企业在选拔虚拟团队领导的

时候应重点考察备选对象是否具备这些行为能力, 

并在培训中提升团队领导的这些行为能力。这为

企业相关人事甄选和人力资源开发指明了新的方

向。第三, 本项目为团队领导提升虚拟工作环境

中的领导力提供重要参考。本项目基于对团队虚

拟性的作用机制的深刻探讨, 并结合团队不同发

展阶段的特点, 从动态的角度阐述团队领导在团

队不同发展阶段所应采取的不同干预策略。这有

助于改变团队领导的静态思维, 培养其动态权变

思维, 从而帮助团队领导提升虚拟工作环境中的

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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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ouble-edged sword effects of team virtuality:  
A team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LIANG Yongyi, DENG Jiayin, YAN Ming, MA Jie, LI Aimei 
(School of Management,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Team virtuality refers to the extent to which team members disperse in different working 

locations and collaborate through use of virtual communication tools. Numbers of organizations have 

reac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impact of COVID-19 pandemic by enhancing team 

virtuality. However, whether team virtuality is beneficial or harmful to team performance is still unclear in 

the extant literature, confusing practitioners on whether they should enhance team virtuality, and if yes, then 

on how to leverage team virtuality to improve team performance. Relying on team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this project aims to address these important questions: Whether and why team virtuality lead to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f team performance and how can team leaders intervene such effects? Towards this end, 

three studies would be conducted: (1)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team virtuality on team performance varying 

as team development stage; (2)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mechanisms linking team virtuality to team 

performance and the dominant mechanism in different team development stage; (3) The effective 

interventions team leader can take to enhance the positive effects while buffer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team 

virtuality on team performance in different team development stage. The novelty of this project: Provide a 

novel and integrative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the double-edged sword effects of team 

virtuality on team performance;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team leaders to intervening the effects of 

team virtuality on team performance based on different team development stage. 

Keywords: team virtuality, team performance, team development stage, leader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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